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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真如：梵文Ｔａｔｈａｔａ或Ｂｈｕｔａｔａｔｈａｔａ的意译，亦译 “如”、“如如”；早期佛经译籍中译为 “本无”。佛教名词。真者真实之义，

如者如常之义，诸法之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云真，常住而不变不改，故云如。《成唯识论》卷九称：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

常，表无变异。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参见任继愈主编： 《佛教大辞典》，９９１－９９２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２。

［摘要］　形象学从比较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发展而来，其在比较文学中界定的研究范畴主要是 “对
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不过形象本身是一个更具普适化的概念，在当代传媒社会中更远远超出文学艺术
中的 “异国形象”范畴。在符号学视域下，形象作为 “符号印象感知”的界定指向一个更具宏阔的形象意
涵。此一意涵的廓清提供了 “普适形象学”的基础，而普适的当下意义，是形象问题已经转变为基于当代
传媒文化的广义文学文本中一种有关符号印象的形式规律研究，其对象涵涉社会文化中一切可作为独立对
象的认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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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既是一个古老原始的朴素命题，又是
一个时尚新鲜的话题。中国古代 “圣人设卦以观
象”是要给无形之象提供具体可观的 “形象化”

线索。佛教中所说 “法相”也可以看做形象的某
种面相，佛学中称为 “真如、实相”①，乃是认
识事物的重要概念，法相乃是诸法显现于外各别
不同的相。所谓诸法之相状，包含体相 （本质）
与义相 （意义）二者。另外又有三十二法相，乃
是如来应化之身的说法。佛学中的 “法相”并不
仅仅形之于外，而是包含体相和本真的综合
概念。

西方世界以基督教为典型的宗教曾对具体的

形象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其认为人创造的形象是
无生命、无精神的物质对象，它妨碍信仰的精神
性。因此 《旧约》强调上帝的不可知和虚空性。

摩西十诫中有 “不可为自己雕刻形象 （ｉｍａｇｅ）”
（《出埃及记》２０：４）的训诫。不过及至 《新约》

时，上帝道成肉身，上帝之子作为 “不能看见之
神的像”，是神的显现，他最终成为万世楷模。

可见，精神性追求无论在东、西方均无法回避对
形象问题的探讨。

现代生活中，形象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人们通
过复杂的着装、修饰来美化自己，甚至不惜做手术
来打造个人形象；现代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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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甚至已经超越了产品本身的重要性，成为赢得市
场的关键要素。在更宏大的城市乃至国家层面，形
象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重要战

略。按理说，形象问题如此复杂并广泛牵涉社会生
活面，那么 “形象之学”自然也会具有非同一般的
重要性。但就当前学术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形象
学①却尚未在普适意义上形成理论体系。目前的形
象学，或委身于比较文学的 “异国形象”文本分
析，或是纯然的成功学操作方法通俗读物 （如个
人形象成功学、企业形象学等）。
不过，在符号学方法逻辑下，形象作为一种

符号认知方式的归纳，这种情况倒是有所改观。
有人文科学之数学美誉的符号学当有助于在更宏

阔的社会意义上廓清形象的基础概念。以此为基
础，以形象的普遍规律为研究旨归，形象学作为
一门学科应有之义也就相应地有了讨论的原点。

一、从文学形象到传媒景观

据 《辞海》所载，形象原含 “状貌”之义。
《尚书》中说：“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商书·说命上》）现代汉语中形象一词兼做形
容词与名词。作为形容词时，指 “逼真而具象”。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中，依抽象程度的分类中
最具象的一类符号———像似符号，且通常像似程
度较高的那种像似符号。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形
象与逻辑相对，是一种诉诸直观、感性的认知方
式。形象既可以指向实有其事，也可以指向虚拟
意象。
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形象思维也称 “艺

术思维”，释义为 “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主要的
思维方式，借助于形象反映生活，运用典型化和
想象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
情”［１］（Ｐ１５２６）。形象作名词时，一是指 “具体的形
状或姿态”，二是指 “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
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２］（Ｐ１５２６）

这个意涵说明，形象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有着不同
于日常使用的专门意涵。这个意涵也是形象学这
个学科概念从文学艺术中发展而来的主要线索。
文学中对形象的研究和使用通常可以分为

“语象修辞层”和 “他者感知层”。其中，语象修
辞是文学中谈及形象与形象思维有关，是形象的
早期主要含义。流沙河所著 “十二象”系统阐述
诗歌意象理论，即是文学中的形象问题：分为易
象、象征、兴象、喻象、拟象、隐象、典象、赋
象、意象、意象派一例，客观对应物象、象外之
象，凡十二篇，合称 “十二象”。［３］（Ｐ４２１－４２２）此处的
形象主要是指通过修辞而生成的文学 “语象”。
语象的问题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口语修辞传统———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它的希腊文原意是 “说出、充分描
述” （看到的场景）。其词根ｐｈｒａｚｅｉｎ即是 “表
明、告知或说明”，ｅｋ是表强调的前缀。ｅｋｐｈｒａ－
ｓｉｓ在希腊原文中口语化特征显著。因此，ｅｋｐｈ－
ｒａｓｉｓ用来指称那些以语辞来实现的各类栩栩如
生的描述。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修辞技巧是对视觉事物
的口语再现能力。
现代文学讨论文学中的形象对应于西语ｉｍ－

ａｇｅ一词。由于ｉｍａｇｅ一词与中文的形象一词均
多义，包括情境、象征、人物、描述、比喻等诸
多用法，这些不同情况在交错使用中几乎乱成一
团。故该词在文学批评中多受指责，燕卜荪等文
学理论家甚至坚持抵制该词。［４］（Ｐ１３３）新批评一派学
者采用了ｉｃｏｎ一词来专门指代文学作品中语言生
成的形象。维姆萨特称之为 “ｖｅｒｂａｌ　ｉｃｏｎ”并以之
为题探讨了诗歌文学中的 “语词之象”。赵毅衡在
《新批评》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该术语的翻译问题。
他指出：“根据新批评派的工作范围，他们所注重
的是具词的象，而不是具象的词，是ｖｅｒｂａｌ　ｉｃｏｎ，
而非ｉｃｏｎｉｃ　ｗｏｒｄｓ……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
‘语象’一词与新批评一派所谈的ｉｍａｇｅ的意义
比较能相应。”［５］（Ｐ１３５－１３６）童庆炳接受了这种界定并
进而将语象界定为 “语言级的形象，具词的形
象，包 括 描 述 的、比 喻 的、象 征 的 三 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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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形象学：原为法语词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ｉｅ，在英语世界并无使用。中国学者部分直接使用法语原词，参见张月：《观看与想像———关于
形象学和异国形象》，载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３）；有的学者使用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ｍａｇｅ，参见孟华：《形象学研究
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载 《中国比较文学》，２０００ （４）；还有的学者按照英语构词语法规则，用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ｙ，参见周宁：《跨文化形
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５）。本文从形象学的学科化发展需求来看，认为应当对
形象学的英语予以定名，故而使用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ｙ的用法，以下同。



型”［６］（Ｐ１６８）。在现代文学批评界，语象处于一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维姆萨特曾宣称，一首诗应该
成为一种语象，这一观念不仅代表了一种文学批
评思潮，它甚至被看做２０世纪前期艺术世界在
总体上的本体论诉求。雷奈·韦莱克和奥斯丁在
其 《文学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从
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对语象做了四个层次
的分级：言语之象、比喻之象、象征之象和神话
中的 “象”。
实际上，从 “具象的词”到 “具词的象”的

过程，就是从符义学向符型学 （语法学）的转
进，进而从语法修辞之 “象”再上升到 “形象”
的综合。其中后面这个阶段的本质也可以看做从
符形 （语法）到符用 （语用）问题的升级和范畴
的拓宽。形象研究理论的早期生长过程主要依托
于比较文学这块丰饶的理论土壤。孟华指出，比
较文学中形象学的研究史可以远溯至比较文学学

科的诞生，“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 ‘旅
游者’，把他们作为 ‘媒介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旅游者’们流传下来的游记普遍记录了异国的
‘形象’，这就使得对形象的研究包含在了最传统
的国际文学交流”［７］（Ｐ２）。

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比较文学形象学逐
渐获得系统化的研究，尤其为法国、德国学者所
钟爱。其研究范畴主要是 “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
研究”［８］（Ｐ１５３）。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形象”已
经成为当代媒介生活的共通性话题和一般现象，
其意涵也远远超出 “异国文化”。不过，由于
“形象学”作为一门学科发端于比较文学，所以
学界至今将其研究旨归视为 “文学”［９］（Ｐ６１）。孟华
认为：“形象研究在新形势下借用了诸多新理论、
新方法，对传统进行了重大改革，在理论和方法
论方面建构起了一套较成型的体系，终于可以被
冠之以 ‘学’了，但它研究的终极目标并未改
变：对一国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最终导致的始终
是对 ‘自我’与 ‘他者’之间文学、文化关系的
关注，因而它仍然隶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大
范畴，使用的也主要是影响—接受研究的方
法。”［１０］（Ｐ２）

不过，新时期的形象学态势却发生了更为重
大的转折。一方面，由于文学研究自身的文化转
向，这一范畴正在受到来自于文学本身的研究指

向转变的重大影响。比较文学本身的研究方式正
在从纯粹的艺术审美转向综合性的学科研究。
让－马克·莫哈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
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
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
象。正因为文学作品是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下形成
的，形象学研究就必须按照跨学科的方法进行，
这总是要令文学纯粹主义者不满的。”［１１］（Ｐ１７－１８）

另一方面，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
更深入地渗透到文学研究当中。这些学科的介入
使得 “形象问题”研究的理论预设增强了现实意
义。以我国学者周宁的研究为例，他对于西方视
角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可以称之为 “中国形
象的文化学研究”。他自认为 “是在一般意义上，
或社 会 文 化 总 体 想 象 意 义 上 使 用 形 象 概

念”［１２］（Ｐ１４８－１６１）。他的 “中国形象”系列研究正是
越出文学视野的一次实践。
除了来自学科内部的视域拓展，更为重要的

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之于 “形象生成”的效果稀
释。在当代语境下，形象的叙述、生成已经成为
“广义文学文本”集体作用的结果，新闻、广告
以及诸多涌现于大众传媒上的影像多媒介文本成

为 “形象研究”更鲜活更具说服力的研究对象。
在前地球村时代，文学形象对于一个国家的形象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马可·波罗带回的文字描述
是许多人认识遥远中国的唯一线索。反观当下的
信息全球化时代，国家之形象见于各种新闻、广
告、产品、展会、交流、社交媒体等。
现代传媒传递的多元化方式取代了文学作品

对异国形象传播的垄断地位：在美国纽约广场上
你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形象广告；从任何一家全球
连锁的麦当劳、肯德基去想象美国，或者是从你
所使用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ｗｉｎｄｏｗｓ界面去理解美
国。不仅如此，交通本身作为麦克卢汉界定下的
广义媒介也极大地削弱了文学作品作为大众通向

异域的形象认知的优越性和垄断地位。也就是
说，文学在一国形象建构中曾起到的那种不可动
摇的核心地位已经被多元化的信息和实现途径取

代。此时以文学中的想象为线索去理解异国形象
建构就不具备推知文化形象总体情况的绝对合法

性了。
在形象学经典定义中，作为社会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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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异国形象———当前已经不再主要由文学想
象所代言。虚构性题材已经转变为各种事实性叙
述 （如：新闻、广告、游记口述、纪录片）；而
在文本形式上，文学语言的抽象的想象空间也被
各种更具真实感的 “图像”所消解。换言之，狭
义的个体文学文本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合法性

已经岌岌可危。
当下而言，包括异国形象在内的任何形象都

是一个多模态、多体裁和多种印象的综合结果。
如果我们仍然沿用文学之名来描述这种扩展，则
当前的形象建构已经转变为一种基于当代诸种传

媒一种 “广义文学文本”的综合结果。
由上，比较文学作为母体虽然孕育了形象

学，但在形象学成长起来后却再无法完全将其包
含在内。至此，文学语象返照入现实社会生活，
拟态的虚构环境就成为真实环境的呈现方式。文
学、音乐、影像、美术中的 “形象”构成了与现
实生活的深刻互动———它们是拟像的制造物，这
些拟像构成了现时代的形象内容。这就使得所有
的研究都转变成为一种有关 “传媒符号”的
研究。
某种意义上说，从柏拉图和整个西方视觉中心

开始，到现代哲学对于世界图像化存在的现实，都
成为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背景。海德格尔的观
念——— “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
被寻求和发现的。因此 ‘世界成为图像’这件事情
本身，就标志着现代之本质”［１３］（Ｐ８８５－９２３）———成了现
代传媒景观的一个起点。在米歇尔 （Ｗ．Ｊ．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看来，２１世纪的问题是 “形象” （ｉｍ－
ａｇｅ）问题。他所说的 “形象”集中于日常生活，
尤其是大众传媒的视觉文化———我们生活在由图
像、视觉仿像、刻板印象、幻象、拷贝、复制
品、模仿和幻想主导的文化中，内爆、仿像、超
真实等观念构成了传媒景象研究数十年来的主

题词。
这些现实和理论的背景也对形象学作为独立

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形象学作为一种理论
不能对以数字景观为代表的当代传媒世界进行普

遍有效的解释，那么它就是一种促狭的理论。因

此，一门形象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可以提供一
种有关 “一般形象”的规律。在其指引下，无论
是当下热闹的 “品牌形象”，还是带有理性色彩
的新闻真相探寻，我们均可以通过媒介化的形象
符号生成机制来加以解读。而凭借这种机制，我
们得以剖开一条理解 “传媒景观”的路径。
由此，比较文学孕育了形象学，却不得不诞

下形象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个体，在吸取母体
的理论给养的同时焕发出自身的光彩。

二、形象的本义与形象学的再定义

（一）形象与图像
在日常使用中，形象的英语最常用对应词为

ｉｍａｇｅ。ｉｍａｇｅ也常被译为图像。这导致 “形象”
与 “图像”常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ｉｍａｇｅ含义
宽泛，包括影像、想象、肖像、偶像。这些意象
的共同线索是 “形象”具有一种图像化的表征。
米歇尔的 《图像学》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副标题为
“Ｉｍａｇｅ·Ｔｅｘ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此后他的 《图像理
论》（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却弃用涵盖面更广的ｉｍ－
ａｇｅ而使用具体而大众的ｐｉｃｔｕｒｅ。米歇尔在 《图
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中做了一个有关
形象的谱系［１４］（Ｐ６）。本文作了一个调整，将这个
谱系中的语言的分类中比喻、修辞视为对所有形
象构成要素的处理，而语言本身仅仅从记录的方
式来加以区分。①

上述谱系中，居于顶端的ｉｍａｇｅ可以视为最
广义的形象与图像的统称。形象在某些语境下与
图像可能同义，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归纳
而言：一是形象与图像在文本中并用时，形象是
图像的概念化和抽象化，而图像是形象的具体
化。我们说作品中的图像，通常是指 “一个具体
的画面和图片”，而艺术或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则
是基于心理认知造成的某个感知但需由读者联想

出来的形象。实际上，此时形象乃是一种 “心
象”，这又导致了形象与图像的第二个区别：图
像偏向文本主导而形象偏向感知者主导。当我们
说心理图像时，往往需要加上心理的限定。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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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引用该表格时重新调整了米歇尔的表格 “语言”的子分类 （原为 “陈述、修辞”）。原因是描述、比喻不仅仅是语言形象的特有
属性，而且是所有形象符号都可以进行的符号操作，因此将语言学类别的分类按照记录方式来调整为 “书面、口语、类语言”，特此说明。



图１　米歇尔有关形象的谱系图 （笔者有调整）

图像的用法就有某种类比的性质，而当我们说形
象时则无须限制；区别之三，是图像的学科名
“图像学”的英文对译是———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而ｉｍａ－
ｇｏｌｏｇｉｅ专指由文学的形象发展而来的形象学，
后该词传入华人学界逐渐开始按照英语构词法则

调整为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ｙ。图像学的核心是以图像这一
视觉感知方式和比喻形式 （如听觉图像）为研究
对象的一门学科，其本质和核心是视觉逻辑的。
换言之，图像学与视觉文化的研究范畴基本重
合，而形象学问题则并不必然出自视觉感知。

（二）形象与像似符
首先，形象是一种符号体系，形象的感知必

然由符号而获得。因此理解形象也即是理解形象
符号的规律。形象作为一种符号文本可以是多种
符号类型的集合结果，但就形象的核心特质来
说，却是 “像似符”导向的。换言之，形象符号
具有一般符号的特性，但它的区别性特质却是
“像似”的。 “像似性”是作用于人们心理感知
的、对像性状文化习得的解释，具体表现为接近
性、类比性、引发相互联想并有可能造成认知混
同。以皮尔斯的三种符号类型 （像似符、指示
符、规约符）来看，像似符号特质在形象问题上
表现出其他类型符号所不及的典型性。首先，形
象符号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实现意指关系，而是实
现特定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生动再现方式的意

指，这就区别于指示符号追求的简约和效率。此
外，形象符号虽然也是规约性的，但纯然规约导

向符号自携的 “任意武断性”则无法有效指导
“形象符号系统”的有效操作。经由 “像似”而
生成的形象要造成一种 “替代性出场”的感知效
果，因而形象需要尽可能反映主体的特征，这就
要求形象符号必须具有理据性的非规约符号强调

的那种 “任意武断”。即便是没有具体对象的事
物，例如神鬼的形象符号，也需要通过对人们
“心象”的模拟来实现感知中的 “像似”，从而达
成 “祭神如神在”的仪式效果。
从反映方式来看，形象并不是主体的抽象特

质和逻辑框架，而是一种具直观感知的符号。当
文学作品中一个人物被塑造得形象非常生动时，
人们褒之为栩栩如生，也即通过具象化的符号和
修辞技巧能获得较理想的形象认知。在皮尔斯的
符号体系中，最能担此责任的是 “像似符号”。
由此，在符号学视野下，形象乃是预设的对象的
“像似符号倾向的表意”。像似符号表意对于读图
时代的外延极其宽泛，包含个人、群体 （民族、
种族、社群、性别）、机构 （政府、企业、组
织）、城市和国家。
不仅如此，形象符号的实用研究已经超越了

异国形象和审美范畴，成为当今传媒社会兼具解
读意义和实际操作的双重领域，个人、机构组
织、城市、国家莫不关涉其中。韩国整容业全球
风靡，化妆品和服装成为除饮食外最基础的消费
内容；企业花巨资打造品牌形象，聘请形象代言
人动辄千万；政府机构和政客也非常重视形象公
关；而城市形象和国家形象更成为国家、城市和
地区的软实力中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布尔迪
厄所说的符号资本其主要内容即是形象资本。
不过 “形象符号”研究并不等同于图像的

“像似程度”分析，也并非像似程度越高符号越
有利于形象的建构。适当的联想空间和叙述策略
是形象符号的必须。这表明符号学中的形象规律
将对形象的操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形象学的范畴与层次
由上，形象学的外延正在从比较文学领域泛

化为一般形象研究。形象学既不应受限于传统的
语言文学传统，也区别于当前的视觉文化研究。
相对于后者注重的 “符号的视觉语法”，形象学
是一个有关 “符号感知的统合逻辑的规律研究”，
其对象包括个人、群体 （民族、种族、社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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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机构 （政府、企业、组织）、城市、国家。
形象对于传媒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当代
媒介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产品的
销售保障、城市乃至国家软实力的构成部分，形
象的研究自然也就越出了既有的 “文学形象学”
范畴，并且越出了 “异国”这个层级概念，而广
涉各种层次的形象。［１５］

实际上，这种范围的越出也同步于文学自身
的广义化。文化转向后的文学形象学就不得不成
为基于大众传媒建构的广义文学文本中一种自我

以及他者的认知的研究。一个社会形象成为个体
与社会建立方式实现自我认知的方式。它也不得
不成为一种探寻各种形象内在规律的一般文化的

符号研究。就具体的形式而言，它也必须从广义
的文学文本———传媒文本中寻找更加鲜活的素
材。广告、新闻、法律、历史、器物以及一切传
媒都成为建构当代文化并提供形象的手段。这也
是一门当代文化形象学获得勃勃生机的出路。依
据微观到宏观、具象到抽象，形象的研究依次可
反映在以下三个层次中：
首先，是形象的文本化、媒介化呈现———

符号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具象化为某种
具体图像或是语言的描述。当形象呈现为视觉
时，就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图画、照片、电影、
映像等具体媒介化存在。作为形象的文化研究，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当代传媒文化的一种。因此，
文本的研究对象常常需要以大量具体的传媒视

觉图像来作为文本对象。形象正是通过一个个
具体的呈现来实现心象的效果。例如，在现代
品牌运作中，形象就是通过反复的广告效果累
积而成。这是图像视觉文化在传媒语境下必然
涉及的重要环节。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图片
（ｐｉｃｔｕｒｅ）、图形 （ｇｒａｐｈｉｃ）、外观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和肖像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始终是形象的一面，而非形
象的全部。一个国家形象可能会呈现为她的文
学、体育或者某个具体的标志图像。但我们不能
就此认为，这就是该国的形象总体。其逻辑关系
正如 “白马”与 “马”一样，是具体面与抽象总
体的关系。反过来，任何形象都需要通过具体的
符号表达并经由媒介传播。２０１４年马年春晚中
有一个节目 “中国符号”，正是通过人体造型这
个跨媒介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的自然景观和文化

典故。
其次，形象是形象投射与感知中所形成的心

象———符号统觉。符号统觉是形象在接收者心目
中的 “印象累加”。每一个印象都造成某种抽象
的形象投射结果。这个结果既有具体的媒介符号
文本的直观感受，也有文本对象长期累加的作
用。但感知的心象也不是形象的全部。这种心象
是动态而不可靠的———它可能仅仅是主观层面的
幻象。接收者可能因为了解不全面而获得走马观
花的效果，也可能因梦、幻觉而生成 “牡丹亭”
式的悲剧。但这种不可靠并不等于错误。因为一
个抽象的形象本身是由各种形象构筑而成的，因
此，所有对形象的接受都是一个符号化、片面化
的刻板成见。对于一个集体心理而言，这些不同
的刻板成见往往反映了一个形象的总体面貌。因
此，当我们说形象时，已经进入一个综合性的抽
象层面了。
最后是形象主体层面———发出符号的 “原

物”和 “原点”。形象主体通常被认为是该形象
的所有者或发出者。但实际上，形象主体并不完
全垄断形象符号的生成。从结果上看，形象的生
成是他者的评价和传播的综合结果，主体自身无
法完全控制形象结果。此外，形象主体也并非形
象符号感知背后的那个实存的真相。在前现代的
主客二元论视角下，主体与外界形象评价构成一
种主客二元的关系。在现代符号学理论中，这种
单向性关系已经被重构，主体从一个超越现象的
本真位置被消解。形象的真相仅仅存在于形象文
本和形象接受之中———主体并不先于符号形象存
在，反而是被建构的符号化存在方式。在品牌形
象操作中，苹果公司的厂房或生产基地 （富士
康）并非苹果形象背后的真相，那些只是形象这
个符号曾依托的介质。原物只是符号所暂时寄住
的处所，而非原物的全部性质。在品牌形象传播
实践中，形象的操作者往往有意识地选取具备其
“特征的面相”来进行符号化传播。政客需要将
自己包装得热爱家人、热爱国家，明星需要表现
得美丽。人们常好奇于明星的生活真相，但常常
获得失望的结果。生活中的明星们常常不是形象
学背后的 “本人”，而是与人们所期待的形象有
关的他者。
在这些层次中，区分出形象的两种向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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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象 （ｅｇｏ）与社会形象 （ｓｏｃｏａｌ）。自我形象
是镜像的演变，而社会形象是一套社会评价元语
言的结果。比较文学中较为强调 “他者”而在社
会学中则将 “镜像”作为自我认知的重要过程。
在这些层次中，我们可以在符号逻辑框架下抽象
出形象的符号学定义：形象，是社会主体像似符
号导向的传播效果聚合，也是主体在社会中的符
号化存在方式。此界定框架是符号认知逻辑的，
它在符号特质上将形象归于以 “像似符号”为导
向的媒介化结果。形象的生成或塑造是为了再现
一种直观的图式符号状貌。它区别于以指出对象
为目标的指示符号 （ｉｎｄｅｘ），也区别于以 “文化
习规”为导向的规约符号 （ｓｙｍｂｏｌ）。尽管在形
象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大量的非像似性符号手

段，其总体旨归却是像似的———一种 “图式”
的符号认知，或者说它就是一种符号的直观。
而实施传播的可以是自我，也可以是他者。从
符号聚合总体效果来说，由于每个具体认知都
包含相应的元语言规则，因此形象也可以看做
是一种有关主体的评价性元语言集合。从聚合
的个体视角上看，由于形象的认知并不必然充
分占有评价元语言资料，它常常只是对形象符
号呈现的印象直观。前者往往是理性的社会评
价———公众评判，后者诉诸审美或个体表达，
如一见钟情。形象的评价结果通常伴随不可避
免的刻板成见与意义累积。主体在主动塑造自
我形象时往往选择性地提供信息，因而形象不
可能是一种客观全面的结果，它只是由无数拟
像构成的集合。同时，形象又不是形象主体可
以完全控制的。这种自我意图往往并不能完全
地实施于形象文本当中。
因此，形象学就有两个基本面，一是理解形

象形成的机制，二是基于实现主体意图的形象结
构而实施的操作。由此，当前的形象学可以被描
述为这样一门学问：形象学，是研究形象的一般
机制和规律的学问，它既涉及形象的生成也涵盖
形象的符号操作。这里的符号操作是指通过相应
的符号文本叙述、修辞策略，实现主体的预设形
象建构。在当代媒介语境下，形象的建构通常借
助媒介化的途径实现。这一定义越出了比较文学
对形象学研究的限制：一是突破文学形象这一体
裁范畴；二是在方法论和学科归属上，由比较文

学的语言方法广义化为有关 “符号直观”的一般
性规律研究，这也突破了单一的文字语言符号形
式，而进入了一个多媒体符号文本的对象化研
究。符号学在讨论形象问题时，具有从 “意义”
到 “感知”入手的科学价值；三是在研究目标上
不以形象和诠释、评价为限，它还探讨形象的
建构。

三、当代媒介景观语境下的
形象学关照维度

　　形象本身并不带有真伪的评价机制，而是一
种社会性的元语言基于像似的意图建构的拟像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这就进入了读图时代更热门的话
题———传媒构筑的各种社会景观。拟像既包括社
会性评价机制下建构的拟像也包括符号述真的拟

真概念。李普曼的 “拟态环境论”所说的 “拟
态”与 “真实”之分可以解读 “媒介化感知”为
“亲身性”感知的差异。媒介景观语境下的形象
是虚构体裁符号文本和事实性叙述符号文本的双

重建构。这种双重建构最后又归于一种感知的真
实和真实世界的行为反馈并获得真实世界的效

果。好的形象能够令个人、机构、国家在现实发
展、经济社会和政治中处于有利位置———软实力
的应用及其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实践即是这种符号

印象的结果。
在数字化时代，媒介形式凸显而内容体裁分

节退居次要。以图像景观作为典型的媒介形象叙
述成为各种形象建构的主导力量。数字媒体所代
表的 “拟态环境”已经成为真实环境本身。某种
意义上讲，由于数字图像景观与我们在物理上亲
身体验的空间所获得的知觉效用是等同的，拟态
环境与现实环境的二分法就失去了决定性意义。
形象问题的关键就转化为经由亲身或媒介符号编

织的全部符号文本，而原来与之相对的真相概念
已经被取消，或者说原来意义的那个真相也寓于
形象之中。形象的发出者——— “原物”不在具有
对形象的优先的存在性。
至此，传统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一旦普适化

为当代媒介景观有关主体的感知研究，研究的对
象即从异国形象的文学生成转为多媒介符号印象

的文化阐释与生成语法逻辑，而这两个方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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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形象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形象符号文本的文
化阐释”构成了形象认知原理的主要基础理论框
架，而 “形象生成的语法逻辑”则构成了由符号
构筑预设形象的操作层面。这种特性与符号学的
操作性有内在的契合。同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
贯通也以形象的本义为依托廓出了形象学理论范

畴，即以一般形象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媒介环境
和社会语境为宏观背景所进行的形象生成、阐
释、普适性规律研究。在这个兼具理论性与实践
指导价值的理论框架下，将逐渐形成一个与之相
关的子学科群，如形象的符号修辞、形象符号文
本叙述、形象符号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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